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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2014—2018年 82家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数据，采用 DEA⁃Malmquist指数和 Kernel核密度估计

方法实证研究了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空间不平衡性及分布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①在样本考察期内，国家高

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且存在空间不平衡；②国家高新区的技术进步变化由负转正，技术效率变化由正转负；

③总体、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空间差距都在明显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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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突出强调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国家高新区作为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引领和带动我国经济增长方

式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使命，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区域。据 2018年科技部与中国科学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8）》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家高新区内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机构约占全国的 2/3，企业研发人员全

时当量占全国企业的近一半。2017年，国家高新区贡献了全国 35%的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01%，与我国上市公司 2017年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相当。与此同时，其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和拥

有数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倍以上。由此可知，国家高新区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也是我国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主体。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尤其是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不平衡将成为诸多不平衡中的重要内容，不仅

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极大制约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基于此，本文聚焦于国

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空间不平衡及其分布动态演进规律，以期为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和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就现有研究而言，有关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视角涉及国家层次（张权等，2019；Alexandra et al，2016）、区

域层次（孙红军和王胜光，2020；李雪松和曾宇航，2019；Matei和 Aidea，2012）、产业层次（李培哲等，2019；
Claudio et al，2013）和企业层次（童泽望，2019；Lee et al，2019；Keiichi 和 Hitoshi，2019），其中以关注区域层

面的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居多。例如，崔蓉等（2019）采用时间跨度为 2007—2017年的中国 30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的数据，使用超效率 SBM⁃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各省份的绿色创新生产率①。曾冰（2018）采用

2005—2016年的数据评价了我国省际绿色创新效率变化。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将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研

究对象扩展至国家高新区层面。在研究方法上，目前测算技术创新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模型（SFA）
和数据包络分析（DEA），前者属于参数法，后者属于非参数法。参数法方面，曹霞和于娟（2015）基于投影寻

踪模型对传统随机前沿分析模型进行了改进，并以此测度了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肖黎明等（2018）使用基

于超越对数和产出距离函数改进后的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中国 30个省份 2001—2015年的绿色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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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引文献中采用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是因为缺失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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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参数法方面，廖倩等（2016）运用超效率 DEA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李政和杨思莹

（2018）采用 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003—2015年的数据测算了各地区的创新效率。由于参数法极易受到

误设生产函数形式的影响，进而造成计算误差。为有效避免参数法上述问题，本文将采用非参数分析方

法——DEA⁃Malmquist指数来测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此外，进一步深入分析现有相关研究

还可知，大多数研究仅仅揭示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空间差距特征，并未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空间

差距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王珍珍和黄茂兴，2013；韩晶等，2013）。鉴于此，Kernel核密度非参数估计方法的

运用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为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和缺陷，本文以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 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计

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其次，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和探究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空间

不平衡特征；再次，利用 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进一步揭示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空间差距的分布动

态演进规律；最后，获得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DEA‑Malmquist指数
如前所述，当前计算技术创新效率主要分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两种。参数方法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

数，非参数方法采用数据包络分析。与 SFA方法相比，DEA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需要进行参数检

验；二是可以计算多投入多产出情形。DEA计算的是每个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效率，即通过计算实际效

率与生产前沿面效率之间的距离来表示。常见的 DEA模型又分为两种：一种是 CCR模型（Charnes et al，
1978）；另一种是 BCC模型（Banker et al，1984）。前一种假设规模报酬不变（CRS），后一种假设规模报酬可变

（VRS）。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只能计算某一个时期（如一年）的相对效率，无法直接比较各年的效率变化。为

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结合 DEA与Malmquist指数来计算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并得到其分解项。

Malmquist指数最初由瑞典经济学家 Sten Malmquist（1953）在分析消费过程中提出，后经 Caves和 Diewart
（1982）将其引入到生产分析中。受 Malmquist利用缩放因子之比来构造消费数量指数的启发，Caves等在

1982年通过距离函数之比来构造生产率指数，并将其命名为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章祥荪和贵斌威，

2008）。其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M t
0 = D

t
0 ( )xt + 1，yt + 1

Dt
0 ( )xt，yt

（1）
其中：xt、xt+1分别表示 t和 t+1时期的投入；yt、yt+1分别表示 t和 t+1时期的产出；Dt

0表示 t时期的产出距离函数

（吕文广和陈绍俭，2010）。式（1）表示在时间 t时的技术条件下，t～t+1时期的技术效率变化。同样的，可以

将在时间 t+1时的技术条件下，t～t+1时期的技术效率变化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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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出M t + 1

0 和M t
0之后，很容易就能得到二者的几何平均值，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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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M 0 ( )xt + 1，yt + 1，xt，yt =EFFCH × TECH = PECH × SECH × TECH （4）
同时，式（4）就是技术创新效率的分解。换言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在总体上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

化（EFFCH）和技术进步（TECH），技术效率变化又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

（SECH）。

（二）Kernel核密度估计
为进一步反映 2015—2018年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本文将采用非参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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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Kernel核密度估计来进行分析。Kernel核密度估计无需拟合函数形式，而是给出不同年份样本

数据的密度分布函数，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年份的密度分布函数，就可以确定样本数据的时空演变态势（孙红

军等，2019；张红凤和吕杰，2019）。因此，Kernel核密度估计非参数方法已经成为研究样本数据空间不平衡

分布的最为常用的方法，其特点是简单易行、直观形象（杨明海等，2017）。

本文定义变量 x的密度函数为 f（x），点 x处的概率密度则可由式（5）得到：

f ( x ) = 1
Nh
∑
i = 1

N

K ( )Xi - x
h

（5）
其中：N表示观测值的个数；h表示带宽；K（·）表示 Kernel函数；Xi表示具体观测值；x表示均值。

Kernel核密度函数包括许多表达式（如均匀核、四次核、高斯核等），但其中高斯核应用最广。鉴于此，本

文也采用高斯核表达式来进一步揭示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分布动态演进过程，具体表达式如式

（6）所示：

f ( x ) = 1
2π exp ( )- x22 （6）

（三）变量选取
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本文最终选取两个投入指标，一个产出指标：以当年专利授权

数作为创新产出变量；以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 R&D资本存量作为创新投入变量。在测算效率的过程中，

R&D资本存量估计是关键，本文将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 R&D资本存量指标（吴延兵，2006），具体计算公

式如式（7）所示：

Kit = Ki ( t - 1) ( )1 - δ + Eit （7）
其中：t表示时间；Kit表示第 i个国家高新区在第 t年的资本存量；Eit表示第 i个国家高新区在第 t年的实际研

发经费内部支出即利用名义支出除以 R&D价格指数。以 2013年为基期，构建 R&D价格指数。本文参照已

有研究（吕岩威等，2019），并结合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特点，设定 R&D价格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0.85+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15。其中，由于国家高新区并未公布价格指数，本文则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

费者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进行计算。折旧率（δ）选取大多数文献研究常用的 15%来计算。

要测算 R&D资本存量，关键在于确定基期 R&D资本存量，基期的 R&D资本存量如式（8）所示：

Ki0 = Ei0
g + δ （8）

其中：g表示 R&D实际研发经费支出的算数年均增长率；Ki0表示每个国家高新区基期的 R&D资本存量。

（四）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并考虑国家高新区以 2013年之后进入全面创新发展阶段，本文选取

2014—2018年 82家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此外，为了进一步考察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区域差

距，本文还将 82家国家高新区按其所属地域划分为东部国家高新区、中部国家高新区、西部国家高新区和东

北国家高新区。其中，东部国家高新区有 39家，中部国家高新区有 17家，西部国家高新区有 19家，东北国家

高新区有 7家。具体划分结果见表 1。本文所有国家高新区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中心火炬计划的统计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4—2018年的年

度数据。

表 1 82家样本国家高新区名称

区域划分

东部
（39）
中部
（17）
西部
（19）
东北
（7）

国家高新区名称

保定高新区、北京中关村、常州高新区、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佛山高新区、福州高新区、广州高新区、海南高新区、杭州高新区、惠州仲恺
高新区、济南高新区、济宁高新区、江门高新区、江阴高新区、泰州高新区、昆山高新区、临沂高新区、南京高新区、宁波高新区、青岛高新
区、泉州高新区、厦门高新区、上海张江高新区、上海紫竹高新区、绍兴高新区、深圳高新区、石家庄高新区、苏州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唐

山高新区、天津高新区、威海高新区、潍坊高新区、无锡高新区、烟台高新区、燕郊高新区、肇庆高新区、珠海高新区、淄博高新区

武汉东湖高新区、合肥高新区、长沙高新区、南昌高新区、湘潭高新区、株洲高新区、新余高新区、襄阳高新区、芜湖高新区、蚌埠高新区、
洛阳高新区、景德镇高新区、益阳高新区、宜昌高新区、太原高新区、安阳高新区、南阳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西安高新区、重庆高新区、南宁高新区、宝鸡高新区、贵阳高新区、绵阳高新区、桂林高新区、包头稀土高新区、柳州高新区、
自贡高新区、昆明高新区、兰州高新区、乌鲁木齐高新区、昌吉高新区、白银高新区、杨凌农业高新区、银川高新区、渭南高新区

鞍山高新区、大连高新区、大庆高新区、沈阳高新区、营口高新区、辽阳高新区、长春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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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表现

表 2汇报了 2015—2018年 82家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情况及其分解结果。由表 2可知，就技术

创新效率而言，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一直为正值且呈现先降后增的态势。在 2015—2017年国家高新区技术

创新效率增长率逐年下降，在 2018年大幅回升至 28.600%。就技术创新效率分解项而言，技术效率变化逐年

下滑，在 2015—2017年为正增长，2018年由正增长变为负增长，为-15.800%；技术进步变化呈增长态势，在

2015—2017年为负增长，2018年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增长率高达 52.700%。由此可知，国家高新区呈现出

了由技术衰退转向技术进步的现象，背后原因可能是：2015—2018年的 R&D资本存量增速低于专利产出增

速②，在这一阶段，必然会引起产出⁃投入比的上升，即在这一阶段会出现技术进步。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政

策背景是，2017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的目

的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关键在于创新驱动。此时国家高新区更加聚焦和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着眼有效解决

阻碍创新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前 3年的负增长可以用相对

技术衰退的理念进行分析。一方面，随着国家高新区创业活动层出不穷，带来国家高新区企业数量不断增

加，尽管现有单个企业的技术前沿水平并没有发生倒退，但新增企业（尤其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却拉低了

国家高新区整体的技术前沿水平，抑制了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另一方面，从微观生产过程而言，当对所需技

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实际技术水平却没有提高，这实质上也是相对技术倒退（姚战琪，2009；李江等，2015；王
德祥和薛桂芝，2016）。

技术效率变化由正转负，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述技术衰退现象对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拉低效应的存在，

使得各个国家高新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提升技术效率来弥补技术衰退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效率。由于这种技

术效率追赶机制推动国家高新区越来越逼近最优前沿产出，同时受技术无效率、随机因素的影响，逼近最优

产出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优化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高质

量发展阶段国家高新区愈发关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

兴产业”等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产业发展，拉低

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同时新兴产业规模效率也相对较低，

进而使得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出现了由正转负的现象。整体

来看，2015—2018年，82家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

的平均值为 10.600%，技术效率变化的平均值为 6.800%，技术

进步变化的平均值为 3.600%。这说明目前国家高新区的技术

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效率变化实现，反映出国家高

新区在推动效率变革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分区域表现

表 3汇报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

率增长均值及其分解结果。由表 3可知，就技术创新效率而

言，西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最快，为 13.637%；中部

国家高新区最低，为 7.594%。就技术创新效率分解项而言，技

术效率变化方面，东北国家高新区增长最快，为 9.500%；中部

国家高新区增长最慢，为 3.635%。技术进步变化方面，西部国家高新区最高，为 3.995%；东北国家高新区最

低，为 2.443%。总之，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特征，西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最

快，东部与东北国家高新区次之，中部国家高新区增长最慢。

② R&D资本存量的历年增速为 11.43%、14.38%、13.78%、14.43%；专利产出的历年增速为 14.10%、16.58%、18.10%、29.45%。

表 2 82家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均值
及分解结果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均值

技术创新效率
增长率（%）
11.300
3.700
1.000
28.600
10.600

技术效率
变化（%）
26.800
18.200
3.100
-15.800
6.800

技术进步
变化（%）
-12.200
-12.300
-2.000
52.700
3.600

表 3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
效率增长均值及其分解结果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技术创新效率
增长率（%）
12.218
7.594
13.637
11.457

技术效率
变化（%）
8.156
3.635
9.400
9.500

技术进步
变化（%）
3.728
3.694
3.995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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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个高新区均值分布

表 4汇报了 82家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平均值及其分解结果的区间分布情况。在技术创新效

率增长率均值方面，2015—2018年均值最高的国家高新区为 48.000%，最低的国家高新区为-24.000%。在

82家国家高新区中，有 19家负增长，其余 63家正增长，占比 76.8%。其中，增长率在 40%以上的有 3家；在

30%~40 %之间的有 7家；在 20%~30%之间的有 9家；在 10%~20%之间的有 25家；其余 38家在 10%以下，占

比 46.3%。不难看出，国家高新区之间的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分布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且有 44家国家高新

区的增长率集中在 10%以上，且这 44家国家高新区的均值为 21.907%，说明超过 50%的国家高新区的创新

投入能够带来较高的正向产出。

在技术效率变化均值方面，2015—2018年均值最高的国家高新区为 44.300%，最低的国家高新区为

-20.800%。在 82家国家高新区中，有 59家正增长，占比 80.0%，其余 23家负增长，说明大部分国家高新区的

技术效率在不断提高。其中，增长率在 40%以上的有 1家；在 30%~40%之间的有 5家；在 20%~30 %之间的

有 7家；在 10%~20%之间的有 23家；其余 46家在 10%以下，占比 56.1%。进一步分析发现，单个国家高新区

技术效率变化在 10%以上的有 36家，在 10%以下的国家高新区有 46家，说明国家高新区之间的技术效率增

长率分布较为均衡。

在技术进步变化均值方面，2015—2018年均值最高的国家高新区为 12.900%，最低的国家高新区为-5.500%。

在 82家国家高新区中，有 71家正增长，占比 86.6%，其余 11家负增长，说明大部分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水平在不

断发展。其中，增长率在 10%~20%之间的有 4家，其余 78家在 10%以下，占比高达 95.1%。进一步分析发现，

均值在 10%以上的国家高新区数量远远少于均值在 10%以下的国家高新区，均值在 10%以下的国家高新区有

67家实现了技术进步的正增长，且这 67家国家高新区的均值为 4.076%。换言之，超过 80%的国家高新区实现

了技术进步，只是技术进步增长率较低。

表 4 82家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均值及其分解结果区间分布

均值区间

40%以上

30%~40%（含 40%）
20%~30%（含 30%）
10%~20%（含 20%）

10%及以下

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均值

数量

3
7
9
25
38

占比（%）
3.7
8.5
11.0
30.5
46.3

技术效率变化均值

数量

1
5
7
23
46

占比（%）
1.2
6.1
8.5
28.0
56.1

技术进步变化均值

数量

0
0
0
4
78

占比（%）
0
0
0
4.9
95.1

（四）核密度估计

本文采用 Kernel核密度估计的非参数方法分别绘制了总体、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国家高新区在

2015—2018年的密度分布函数，并通过对比分

析这 4年的分布函数异同来解释国家高新区技

术创新效率增长的分布动态演进。

首先，总体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

分布动态演进。图 1为 2015—2018年总体国家

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核密度分布。由图

1可知，2015—2017年 Kernel密度函数的中心点

不断左移，峰值持续提高且波峰数量持续增加，

函数区间不断扩大，这说明总体国家高新区技术

创新效率增长有所降低且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区

域差距不断扩大。2018年上述的演变趋势出现

了逆转，较 2015—2017年的 Kernel密度函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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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8年总体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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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2018年 Kernel密度函数的中心点则出现了明显右移，峰值明显降低且波峰数量明显变少，但函数区间仍

在持续加大，这说明总体技术创新效率明显增长，且极化现象不明显，但区域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其次，东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分布动态演进。图 2为 2015—2018年东部国家高新区技术

创新效率增长的核密度分布。由图 2可知，东部国家高新区的 Kernel密度函数与总体国家高新区的 Kernel
密度函数类似，但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特点。2015—2017年 Kernel密度函数的中心点不断左移，峰值有所提

高（峰值在 2016年比 2015年的高，但低于 2017年）且波峰数量增加（波峰数量由 2015年的 1个增长至 2016—
2017年的 2个），函数区间不断扩大，这说明东部

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有所降低且极化

现象严重，区域差距不断扩大。2018年上述的

演 变 趋 势 出 现 了 逆 转 ，较 2015—2017 年 的

Kernel密度函数而言，2018年 Kernel密度函数的

中心点则出现了明显右移，峰值明显降低（较

2016—2017年明显，但较 2015年相对不明显）且

波峰数量明显变少，但函数区间仍在持续加大，

这说明东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明显增长，

且极化现象不明显，但区域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再次，中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

分布动态演进。图 3为 2015—2018年中部国家

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核密度分布。由图

3可知，中部国家高新区的 Kernel密度函数与总

体国家高新区的 Kernel密度函数类似，但也呈现

出了自身的特点。2015—2017年 Kernel密度函

数的中心点不断左移，峰值持续提高且波峰数量

增加（波峰数量由 2015年的 1个增长至 2016年
与 2017年的 2个），函数区间不断扩大，这说明中

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有所降低且两

极分化现象严重，区域差距不断扩大。2018年
上述的演变趋势出现了逆转，较 2015—2017年
的 Kernel密度函数而言，2018年 Kernel密度函数

的中心点则出现了右移（较 2016—2017年明显，

但 较 2015 年 则 相 对 不 明 显），峰 值 降 低（较

2016—2017年明显，但较 2015年则相对不明显）

且波峰数量减少，但函数区间仍在持续加大，这

说明中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明显增长，且

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区域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最后，西部与东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

增长的分布动态演进。图 4和图 5分别为 2015—
2018年西部与东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

长的核密度分布。一方面，由图 4可知，西部国

家高新区 2015—2017年 Kernel密度函数的中心

点左移，峰值持续提高且波峰数量持续增加（波

峰数量由 2015年的 1个增长至 2016年的 2个，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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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2018年东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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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2018年中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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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2018年西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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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7年的 3个），函数区间明显扩大，这说明中

部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有所降低且多

极分化现象严重，区域差距不断扩大。2018年
上述的演变趋势出现了逆转，较 2016—2017年
的 Kernel密度函数而言，2018年 Kernel密度函数

的中心点则出现了右移且波峰数量明显变少，函

数区间并无明显变化，这说明西部国家高新区技

术创新效率明显增长，且多极分化现象不明显，

区域差距没有明显变化；另一方面，由图 5可知，

与 2015年相比，2018年东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

新效率的密度函数的中心点明显右移，峰值明显

增高且波峰数量明显增加，函数区间明显增大，

这说明东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明显增长，且多极分化现象明显，区域差距明显增大。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82家国家高新区 2014—2018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 DEA⁃Malmquist指数和核密度方法研究

了 2015—2018年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空间不平衡性及分布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①在样本

考察期内，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且存在空间不平衡，其中，西部国家高新区的技术

创新效率增长最快，东部与东北国家高新区次之，中部国家高新区增长最慢；②就技术创新效率的分解项而

言，国家高新区的技术进步变化由负转正，技术效率变化由正转负；③就分布动态演进而言，总体、东部、中

部、西部及东北国家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的空间差距都在明显扩大，其中中部与东北国家高新区的极

化现象较为明显。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获得以下政策启示：

（1）加强顶层设计。管理部门要以火炬创新统计为支撑，大力发挥火炬统计综合评价的政策导向作用，

构建全国性的国家高新区之间交流与合作平台，引导和支持全国国家高新区为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质量

而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将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引领和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主

导区域。国家高新区要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抓手，紧抓“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机

遇，推动建立区域层面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促使不同国家高新区之间优势互补，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2）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就技术相对先进国家高新区而言，应着力提升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瞄

准和钻研国际前沿知识和关键技术，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和垄断，破解一系列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持续引

领我国关键技术与前沿知识的迭代升级，努力将园区建成能代表我国甚至国际最高科技水平的样板区；另一

方面，就技术相对落后国家高新区而言，聚焦自身已有的技术优势和发展特色，大力实施特色发展战略，持续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争在自身特色优势领域中取得重大技术创新突破，做大做强自身特色优势领域，在特

色优势领域中引领技术进步，增强园区技术创新竞争力和影响力。

（3）深化区间合作。技术相对先进的国家高新区要积极采取多元化方式（共建科技园区、开展联合攻关、

共享科技人才、共建人才培养基地等）促进先进技术、前沿知识及创新经验向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高新区溢

出。技术相对落后国家高新区要主动对接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等国家高新区的创新资源，尤其是要围绕自

身产业技术发展方向梳理先进国家高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编制技术项目合作目录，

在此基础上，鼓励区内各类创新主体（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与区外先进国家高新区的各类创新主体开展技

术研发、成果产业化合作，完成技术的精准对接，最终实现借势、借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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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2018年东北国家高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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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atial Imbalance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Based on Dual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Method

Yuan Ming1，Sun Hongjun2
（1.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innovation input and innovation output of 82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from 2014 to 2018，the
DEA⁃Malmquist index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 are used to study the spatial imbalance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 couple of findings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shows a continuous growth trend and a spatial difference.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ate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has turn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and the change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has turned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The spatial gap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growth in the overall，eastern，
central，western，and northeaster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re clearly widening.
Keywords：national high⁃tech zon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DEA⁃Malmquist；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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